
 

 

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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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有利于规范用人单位用工制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塑造

和谐的劳动关系。文章利用 CFPS 2016 年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签订劳动合同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

影响。首先，文章实证结果表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可以显著地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平均的估计

效应达 5% 左右。其次，异质性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 16−40 岁的劳动者。稳健

性测试显示，签订正式合同仅对工作满意度存在促进效应，而对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不存在显

著影响。再次，为排除因为家庭压力、子女教育等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文章进一步借助夫妻双

方劳动合同的差异构造“处理−对照”准自然实验，结果显示夫妻双方中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一方

工作满意度相对更高。而若夫妻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状况一致，则双方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最

后，使用“户籍”作为签订正式合同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再一次证实签订正式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

因果效应。总之，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的核心，文章的研究对评估《劳动合同法》的政策效应以及

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劳动合同；工作满意度；准自然实验

中图分类号：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0）10−0139−15

DOI: 10.16538/j.cnki.jfe.20200419.401

一、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劳资关

系主体关系也逐步发生变化，利益诉求更为多元化。而劳动用工制度从过去的终身雇佣制度逐

步转变为合同雇佣制度。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知识、人才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因此，建

立并维持组织与员工之间良好的雇佣关系已成为组织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引进市场机制与规范劳动合同制度，增强劳动力市场灵

活性和安全性（谢增毅，2017）。为提高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进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国政府于 2008 年 1 月 1 日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合同法》）。在本文中，将紧扣《劳动合同法》最基本目的−构建与发

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从而来研究《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

一些学者从组织的社会交换理论来探讨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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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的交换关系。员工积极工作，为组织带来经济效益或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组织则为员工提供薪水福利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员工工作过程中是否积极主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看待自身工作，即对自身工作的满意程度。学者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是劳

动合同能给员工带来稳定的薪酬、福利和各类社会保障（陈祎和刘阳阳，2010；李小瑛和 Freeman，

2014；张世伟和张娟，2017）。但是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是否确实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现有

的国内文献对此较少涉及。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具体的劳动合同类型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并将心理契约违背、心理不安全感纳入研究范畴（Beynon 等，2012；Callea 等，2016）。但是合同的

类型比如长期或短期、弹性或固定，这些与是否签订正式合同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本文将通过

CFPS 2016 年的微观数据，探索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对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研究表

明：平均而言，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 16−40 岁年龄阶

段的员工而言，在“比较满意”（比较满意=4）水平上，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比未签订正式劳

动合同的员工工作满意度概率高 3.55%，在“非常满意”（非常满意=5）水平上，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的员工比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工作满意度概率高 1.04%。

简单的计量回归并不代表严格的因果关系，关键变量的遗漏、测量误差等都可能导致估计

结果的偏误。因此，本文进行三个方面的设计，确保研究结论的严谨性：（1）稳健性检验。正式合

同的签署影响工作满意度，可能源于个人性格（苏红，2019），这些因素既有助于员工获得一份正

式合同的工作，也有利于保持员工较高的工作满意度。为了排除上述可能性，文章利用生活满意

度和婚姻满意度做进一步稳健性测试。进一步的实证结果并没有发现签订正式合同对生活满意

度或婚姻满意度存在影响，从而排除主观因素等遗漏变量的可能。（2）准自然实验设计。文章进

一步借助夫妻双方的工作满意度差异和劳动合同状况的差异，构造一个准自然实验的场景。夫

妻双方共享家庭环境、子女教育等问题，如果双方在是否签订正式合同上存在差异，可以预期他

们的工作满意度可能存在差异。估计结果显示夫妻双方中签订正式合同的一方工作满意度相对

更高，而生活满意度或婚姻满意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3）工具变量估计。利用户籍制度作为正

式合同的工具变量，并且为了缓解弱工具变量问题，借助 Conley 等（2012）提出的局部近似零方

法（ LTZ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验证了签订正式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因果效应。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为：（1）现有关于劳动合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

（李迎生和袁小平，2013）、薪酬（孙睿君和李子奈，2010；才国伟和刘冬妍，2014）等外在因素，很少

涉及员工内在的心理变化，如员工主观幸福感、工作满意度等，本研究利用 CFPS 数据对上述问

题进行了探索。（2）考虑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差异，国外研究中较少探索签订正式合同对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而主要研究不同的合同类型对劳动者影响（Martínez 等，2010；Green 和

Heywood，2011）。结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本文对上述交叉领域进行了探索。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文献梳理，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本文

的研究方法与相关的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基本实证结果；

最后为本文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与研究假说

在本节中，我们对国内外的关于劳动合同的研究以及劳动合同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内在机理

作基本说明。

（一）劳动合同和类型以及工作满意度

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1986 年，中国首次引入劳动合

同，打破员工的终身制（Akee 等，2019）。这种模式的打破，意味着“铁饭碗”成为过去，劳动合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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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员工利益的重要工具。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前，正式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相对很低，

尤其是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劳务派遣员工。这部分员工劳动技能低和岗位替代性高，并且

供过于求，很难通过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来获得相应的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往往

无法签订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导致权益得不到维护。同时，劳动合同的灵活性也让员工感受到

了工作的“不安全性”（Dekker，2017）。2008 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以劳动合同有效时间为依据

对劳动合同类型进行划分。①同时，明文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而且对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作了规定。

国内研究表明相比于 1994 年颁布的《劳动法》，2008 年《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增加了用人单

位不与劳动者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成本（陈祎和刘阳阳，2010；沈永建等，2017），降低了劳动者总

体离职率（刘庆玉，2016）和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关系。同时也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降低了企业拖

欠工资的概率（李小瑛和 Freeman，2014），显著提升了劳动者获得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类社会保

险的概率，对劳动者的工资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屈小博，2017）。另外，新的《劳动合同法》还

减少了企业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向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转型（黄平，

2012）。当然，也有研究强调《劳动合同法》能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进而不利于劳动密集型

的行业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潘红波和陈世来，2017）。整体而言，《劳动合同法》对社会经济各方面

影响的研究方兴未艾，围绕《劳动合同法》及其效果的争议依然是学界和政府部门讨论的热点。

国外对劳动合同的研究主要侧重对劳动合同类型的分析与探讨，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劳动

合同整体签订率较高，相关研究并不探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而是集中研究决定不同“劳动合

同类型”的影响因素以及永久性合同和临时性合同这两种合同类型对劳动者的福利效应。而实

证研究对劳动合同类型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1）相比于临时合同，拥

有永久合同的员工更满意自己的工作（Aleksynska，2018）。拥有永久性合同的员工是企业的核心

员工，是组织运作的关键，拥有就业的连续性、工作保障和国家的一些福利和保险（Martínez

等，2010）。相反，拥有临时性合同的员工被认为是外部员工，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核心员工，如工

作时间、合同条款、接受的监督和收入（De Cuyper 等，2009）。与核心员工相比，外部员工在工作

条件上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这些情绪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比如降低工作满意度（Beard 和

Edwards，1995）。（2）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果：签订永久性合同的员工比签订临时工合同员工的

满意度可能更低（Benach 等，2002）。拥有灵活就业合同的员工心理契约更加积极，组织不会担心

他们流失，他们自身也知道组织不会在他们身上寄托太大期望。就工作压力而言，拥有永久性劳

动合同的劳动者相比灵活就业合同的劳动者，工作压力更大，这将会降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

（Guest，2004）。（3）也有研究强调合同与工作满意度的非单调关系，Green 和 Heywood（2011）研究

发现，员工在工作满意度的不同维度上对不同类型劳动合同的影响效应也不同，在工作保障维

度上，拥有永久就业合同的员工对工作感到更满意。而在待遇、工作时间等其他维度上，拥有灵

活就业合同的员工对工作更加满意。

（二）正式劳动合同如何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

在国内，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合法化的象征（刘林平和陈小娟，2010）。签订一份正式劳动合

同，可以为劳动者带来制度性的合法权益保障。同时，签订正式合同还可能对员工心理安全感或

社会交往等造成相应的积极影响，可能影响机理具体如下所述。

1. 劳动合同给员工带来更高的生活保障。《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包含具备合同

丁从明、李汪南、黄雪洋：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吗？

① 具体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以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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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等内容条款。这意味着拥有一份劳动合同，便拥有一份稳

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福利待遇。陈祎和刘阳阳（2010）研究发现，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比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工人月收入高出 347 元。相对于未签订合同的工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工人工资高

27%（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而正是那些有更好工作、较高收入的人通常有权获得更稳定的社

会保险，他们最有可能承受更多的社会保险支付，而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往往被排除在社会保险

体系之外（Gao 等，2012）。并且这种经济困难的状态，会导致沮丧、焦虑、无望和自卑等心理的产

生（秦广强和江治强，2019）。

2. 劳动合同会增加员工的心理安全感。Herzberg（1959）认为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可

以分为两类：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激励因素指能提高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给员工带

来满足感的因素。劳动合同除了包含员工关心的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还有一种“稳定的感

觉”。Callea 等（2016）研究结果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对不同劳动合同类型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具

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工作不安全感对永久性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心理安全感

则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原因（Wilczyńska，2016；周闯和郭付银，2018）。

3. 劳动合同扩宽员工社交范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拥有一份好工作意味着有更高的社会

地位和更稳定的工作状态，因此会导致自身认同感增强，更愿意去与外界交往。这种使人感到自

己有价值且被尊重的社会交往使得员工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而这种社会支持可以影响员工对

组织和工作的态度（汪涛和望海军，2008）。Akee 等（2019）研究发现，失业会大幅度降低一个人与

社会联系的可能性，这种社会交往的减少可能源于失业者较少的与工作相关的朋友或社会交

往。失业者或者工作状况不稳定的人更加不愿意与朋友联系，因为他们的状况使他们丧失了自

尊和社会身份。而社会交往的缺乏和减少，会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刘璞等，2005）。

与之类似，拥有正式工作的员工，更愿意参与群体活动，从而有利于他们人际圈的扩宽。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设：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的员工，具有相对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6，简称 CFPS

2016），该数据包含个人、家庭、社区和少儿四类问卷，数据样本覆盖了全国 25 省 162 县 635 村 14 798

户家庭以及 33 600 村民（居民）的调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调查。其

中，包括了工作满意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雇主性质、单位规模、家庭收入、工作地点、工作收入

和工作晋级等详细数据，共约有 1 万多个从事各行各业的员工样本。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较好

的研究基础。

（二）估计模型

才国伟和刘剑雄（2013）在检验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时，将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

素分为五个部分：内部归因、外部归因、制度、企业和个人因素。在本文中，将影响工作满意度的

相关变量统一为控制变量。在本文中，为研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设定

如下计量模型：

si=α0+α1contracti+βXi+ε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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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contracti

Xi

εi

式（1）里的下标 i 表示第 i 位员工， 代表第 i 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水平，其中工作满意度用

员工对工作整体评价衡量。 表示员工 i 的劳动合同签订状况，为虚拟变量。如果员工签

订正式劳动合同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控制变量 包含个人、家庭、工作等特征变量。在本

文中我们主要控制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工作单位规模等，

为随机扰动项。

（三）指标说明

工作满意度：在采用问卷调查为数据来源的文献中，多采用“您对生活或工作满意度”来衡

量个体对生活或者工作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水平（Akee 等，2019；才国伟和刘剑雄，2013）。本文研

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根据 CFPS 2016 提供的“您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度”的

调查数据，本文构造“工作满意”有序变量指标，取值从 1 到 5，依次代表对这份工作“非常不满

意”到“非常满意”。作为单一的主观自评指标，可能存在相应的汇报偏误，但是考虑 CFPS 数据

的可得性和研究的重点就是主观性的工作满意度，所以本文依然采用上述有序的自评指标。

劳动合同状况：根据 CFPS 2016 提供的“您目前的工作是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调查数

据，将劳动合同状况分为两类，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赋值为 1，表示这份工作持有者拥有劳动合同，

包含签订短期、长期或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工作则赋值为 0。

其他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个人因素、家庭和工作因素。其中，

“年龄”是指截止到问卷调查时受访者的年龄；“婚姻状况”中把已婚的赋值为 1，表示目前有配

偶。其他包括未婚、离婚、丧偶和同居赋值为 0；“受教育年限”是依据问卷中“个人最高学历”这

一问题结合我国的学制换算生成；在收入的指标上我们选择对个人月总收入取对数形成“月工

作总收入”；“家庭月收入”则是先对家庭年收入换算成月收入再取对数；同时，我们还控制与工

作相关的变量，“单位规模”和“通勤时间”采用自数据集里的现有值；“现金福利”“工作晋级”

“直接下属”和“工作地点”为虚拟变量，取值为 0 和 1。

表 1 是本研究实证过程中使用到的全部变量统计描述情况。①

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作满意度 14 189 3.390 0.790 1 5

签订合同 11 454 0.470 0.500 0 1

年龄 20 145 35.73 12.29 16 60

性别 20 145 0.530 0.510 0 1

婚姻状态 17 886 0.670 0.470 0 1

受教育程度 20 145 0.300 0.460 0 1

家庭月收入对数 19 201 8.280 0.970 2.530 13.04

单位规模 6 120 265.6 753.2 0 4 000

工作地点 15 200 0.250 0.430 0 1

通勤时间 14 043 20.27 22.82 0 540

现金福利 20 145 0.090 0.280 0 1

月工作总收入 6 640 7.440 0.960 5.060 9.030
工作晋级 5 214 0.110 0.310 0 1

丁从明、李汪南、黄雪洋：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吗？

① 在本研究中，所有回归均剔除自我雇佣样本。本文关注的是受雇群体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故剔除自我雇佣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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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是劳动合同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图示。纵轴为工作满意度分布比例，由左侧第一、二和

三组来看，对工作非常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的组别中，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的比例明显高于签订

正式合同。以“比较不满意”组为例，比较不满意中的 10.46% 是没有签订正式合同，而只有

5.74% 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第四、五组的“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组别表明：签订劳动合同

的满意度更高。以“比较满意组”为例，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比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员工满意度高

约 7.16%。总体而言，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比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更高，上述特征事实与本文的研究假说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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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劳动合同与工作满意度分布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实证结果展示在表 2 中，其中第（1）−（3）列为有序 logit 回归结果，第（4）列为 OLS 回归结

果。在第（1）列中，我们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估计系数为 0.306，并且在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控制个人、家庭特征控制变量的第（2）列表明，签订正式合同的员工相比于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的员工，拥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第（3）列同样采用有序 logit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有序

logit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①平均而言，在“比较满意”（比较满意=4）水平上，签订正式合同员工比

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概率高 3.55%，在“非常满意”（非常满意=5）水平上，签订

劳动合同的员工工作满意度比未签订劳动合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概率高 1.04%，在“比较不满

意”（比较不满意=2）和“一般”水平（一般=3）上，签订正式合同分别让员工不满意度程度下降

 

续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直接下属 6 343 0.140 0.350 0 1

户籍所在地 17 857 0.350 0.480 0 1

　　资料来源：CFPS 2016 数据整理。

  2020 年第 10 期

①  计算在每一个工作满意度等级上的正式合同带来的（不）满意度提升的平均效应分别为：−0.18%（−3.85）、−1.18%（−3.22）、

−3.22%（−3.55）、3.55%（3.99）和 1.04%（3.98），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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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和 3.22%，上述结果均在 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估计结果显示：在工作满意度层

面，签订正式合同显著地提高了工作满意度；而在工作不满意层面，签订正式合同则降低了工作

的不满意度，估计结果与文章的研究假说基本一致。考虑被解释变量是有序变量，估计系数解释

并不直观，我们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转换为二值虚拟变量。①实证回归结果见表 2 第（4）列，估计

系数为 0.049，并且在 1% 统计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平均而言，签订正式合同的员工比没有签

订正式合同的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高 4.9% 左右。
 

表 2    基准回归

有序 logit OLS

（1） （2） （3） （4）

合同 0.306*** 0.234*** 0.185*** 0.049***

（0.036） （0.038） （0.064） （0.017）

年龄 0.011*** 0.009** 0.002**

（0.002） （0.004） （0.001）

性别 −0.132*** −0.190*** −0.040**

（0.037） （0.060） （0.016）

婚姻状态 −0.173*** −0.133* −0.041**

（0.048） （0.072） （0.019）

受教育程度 0.134*** 0.003 −0.005

（0.039） （0.060） （0.016）

家庭收入 0.119*** 0.073** 0.023***

（0.022） （0.035） （0.009）

单位规模 −0.000** −0.000*

（0.000） （0.000）

工作地点 −0.156** −0.026

（0.070） （0.018）

通勤时间 −0.001 −0.000

（0.002） （0.000）

现金福利 0.364*** 0.092***

（0.064） （0.017）

月工作收入 0.057* 0.008

（0.034） （0.009）

工作晋级 0.303*** 0.080***

（0.091） （0.025）

有直接下属 0.385*** 0.081***

（0.088） （0.023）

常数项 0.096

（0.087）

N 11 298 10 887 4 438 4 438

R2_a 0.013

R2_p 0.003 0.015 0.015

F 6.446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变量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丁从明、李汪南、黄雪洋：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吗？

① 考虑到非常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的群体相对较少，仅占总样本的 9.4%，所以我们将工作满意度“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和“一般”

的样本赋值为 0，工作满意度“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样本赋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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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也与已有研究相符。具体而言，已婚的男性员工由于需要承担更多家

庭经济责任（Clark，1997），工作满意度相对较低。如果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条件越优越，则需

要个人为生存而去拼命工作的要求会越低，工作满意度相对越高。而伴随年龄的增加，工作的匹

配度不断增加，对工作的满意度也会缓慢增加。如果规模较大、资本劳动比较高的单位在用人体

制上更加规范、对员工个人培养更加专业（屈小博，2017），则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越高。员工参与

工作的重要原因是谋求生存和提高生活质量，因此薪酬福利是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

素，并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工作晋级和是否拥有下属则体现了员工内在发展需要，即自我价值实

现等内在满意度。

（二）年龄与异质性讨论

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员工在不同年龄阶段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之间存在重要的差

异。不同年龄对员工的心理情绪影响不一样，年长员工通常具有特定的工作价值观，比如对工作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可能要求更高，而这些属性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并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般

而言，收入和晋升机会往往对年轻员工更重要。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年满 30 岁和

35 岁人口队列的结婚比例分别在 85% 和 95% 以上，并且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已经从 1990 年的

22.79 岁上升到 2010 年的 24.85 岁（朱州和赵国昌，2019）。也就是说，16−40 岁之间的年轻人，不

仅是婚姻市场上的潜在主体，更是劳动市场上的主体。40 岁之后，个人工作、生活基本已经处于

稳定状态。考虑上述人口年龄结构与工作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年龄结构分为 16−40 岁和

41−60 岁进行异质性检验。

表 3 是分年龄的回归结果。第（1）、（3）列结果表明处于 16−40 岁期间的员工签订一份劳动

合同能显著地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处于该年龄阶段的员工，大部分处于已婚或者正在为潜

在的婚姻做准备，此时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经济责任，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

重要。第（2）、（4）列显示，40 岁以上的员工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对他们来说不再能提高工作满意

度。背后可能的原因是 40 岁以上的员工工作能力基本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而其取得成就的动

机的下降，往往会降低他们对工作的期望。总体而言，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签订劳动合同对工

作满意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效应，劳动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 16−40 岁员工。基

于上述结果，文章后续稳健性测试、准自然试验以及工具变量回归均集中在 16−40 岁员工。第

（3）列表明，对 16−40 岁员工而言，在“比较满意”（比较满意=4）水平上，签订正式合同的员工比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高 3.76%，在“非常满意”（非常满意=5）水平上，签订劳动合

同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工作满意度概率高 0.89%。①

表 3    签订劳动合同分年龄回归

OLS 有序 logit 回归

（1）16−40 （2）41−60 （3）16−40 （4）41−60

合同 0.026** 0.019 0.191** 0.189

（0.010） （0.019） （0.075） （0.1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265 1 173 3 265 1 173

  2020 年第 10 期

①  计算在每一个工作满意度等级上的正式合同带来的（不）满意度提升的平均效应分别为：−0.18%（−2.34）、−1.13%（−2.52）、

−3.35%（−2.53）、3.76%（2.53）和 0.89%（2.51），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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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表 2 中，文章控制了一系列个人因素，但是客观上依然可能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可观测的遗

漏变量，导致文章估计结果的偏误。包括难以衡量的个人特征、心理或者价值观等“主观”因素。

当个人比较乐观、开朗时，一方面有助于其签订一份具有正式合同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

对工作、生活等产生更高满意度。此时，表 2、3 中的签订正式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估计效应就会

被高估。为了排除上述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构造如下稳健性测试：如果观察到的正式

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源于遗漏的个人的性格、心理、价值观等主观因素，那么上述因素

同样可以导致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或婚姻满意度。所以如果我们将被解释变量“员工工作满意

度”替换为“员工生活满意度”“员工对家庭生活满意度”和“员工结婚幸福感”，我们可以预期签

订正式劳动合同还将提高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和家庭生活满意度。如果上述观察成立，则无

法排除存在不可观察的个人性格、价值观等主观因素遗漏变量。反之，如果不存在上述遗漏变

量，则签订正式合同不会对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存在影响。

表 4 考察了劳动合同对员工生活满意度以及员工结婚幸福感的影响。有序 logit 的实证结

果显示，仅第（1）列工作满意度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而安慰剂效应检测的劳动合同对员工生活

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和员工结婚幸福感均不存在显著影响。估计结果证明不存在不可观察

的导致估计结果高估的主观遗漏变量。
 

表 4    进一步稳健性测试

（1）工作满意度 （2）婚姻满意度 （3）生活满意度 （4）家庭生活满意度

合同 0.201*** −0.017 0.066 0.070

（0.050） （0.064） （0.050） （0.0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 404 5 406 6 879 6 879

　　注：由于在 CFPS 2016 年数据中没有婚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等指标，此处使用 CFPS 2014 年数据。
 
 

（四）准自然实验

上文中我们排除了个人性格、心理和价值观等主观遗漏变量的影响。接下来进一步构造准

自然实验的场景，排除家庭环境等客观遗漏变量对工作满意度影响。基本思路如下：我们“构

造”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其他条件基本一致，观察到的工作满意度差异将主

要源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差异。中国传统的婚姻具有“群分”和“门当户对”的效应，也就是

说，夫妻双方婚前各自家庭背景具有相似性。婚后夫妻双方拥有的信息基本一致，拥有的子女完

全一样，拥有的财产也完全共有，并具有相同的养老压力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毫无疑问，如果夫

妻双方劳动合同状况不一致，根据我们的构造，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一方工作满意度将更高。上

述构造与双胞胎的研究设计类似（Oliveira，2016）。利用双胞胎高度同质化的准自然实验的环境

研究教育回报，可以有效地避免遗漏变量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而利用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拟

 

续表 3    签订劳动合同分年龄回归

OLS 有序 logit 回归

（1）16−40 （2）41−60 （3）16−40 （4）41−60

R2_a 0.011 0.021

R2_p 0.018 0.017

F 4.051 3.115

丁从明、李汪南、黄雪洋：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可以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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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场景，研究双方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家庭环境、抚养压力等遗漏变量带

来的估计偏误。

为了比较夫妻双方的签订劳动合同状况的差异和工作满意度的差异，文章构造如下指标。

1. 关键解释变量。我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而我的配偶没有（X1），是则指标赋值为 1，反之赋值

为 0；我和配偶合同状况一样（X2），即若双方都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或都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则赋

值为 1，反之则为 0。

2. 关键被解释变量。我的工作满意度高于配偶（Y1），是则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我的婚姻

满意度高于配偶（Y2），是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我的生活满意度高于配偶（Y3），是赋值为 1，反之

赋值为 0；我的家庭生活满意度高于配偶（Y4），是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

3. 其他控制变量。即便考虑夫妻双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存在门当户对等因素，夫妻双方毕

竟不像双胞胎那样同质。他们可能面临家庭不同的分工压力，存在夫妻双方收入、工作单位性质

差异等因素，上述因素均可能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实证中，除了包括基准回归的标准控制变

量，额外控制了“我的收入高于配偶（X3）”和“我的单位性质与配偶一样（X4）”两个虚拟变量，用以

增加对工作属性的控制，从而避免可能的干扰。

表 5 中第（1）、（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我的工作满意度高于配偶”，第（1）列估计结果显示：夫

妻双方中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一方工作满意度比没有签订合同的一方高 5.6%。第（2）列估计结

果显示：当夫妻双方劳动合同状况一致时，都签订劳动合同或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工作满

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估计结果再一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平均而言，签订正式合同的一方，

工作满意度相对更高。
 

表 5    准自然实验

（Y1）我的工作满意度

高于配偶

（Y2）我的婚姻满意度

高于配偶

（Y3）我的生活满意度

高于配偶

（Y4）我的家庭生活满意度

高于配偶

（1） （2） （3） （4） （5） （6） （7） （8）

X1

0.056* 0.002 0.043 0.023

（0.031） （0.022） （0.051） （0.025）

X2

−0.018 −0.006 −0.032 −0.016

（0.019） （0.018） （0.020） （0.020）

X3

0.227 0.223 0.265 0.266 0.141 0.142 0.669*** 0.669***

（0.268） （0.268） （0.335） （0.334） （0.344） （0.348） （0.047） （0.047）

X4

−0.013 −0.014 −0.033* −0.033* −0.023 −0.023 −0.017 −0.017

（0.018） （0.018） （0.017） （0.017） （0.020） （0.020） （0.019） （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558 1 558 1 461 1 461 1 488 1 488 1 488 1 488

R2_a 0.016 0.014 0.037 0.037 0.016 0.015 0.022 0.024

　　注：由于在 CFPS 2016 年数据中没有婚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等指标，因此，这里我们使用 CFPS 2014 年数据回归。

第（3）−（8）列则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我的婚姻满意度高于配偶”“我的生活满意度高于配

偶”以及“我的家庭生活满意度高于配偶”作为进一步稳健性测试，估计结果均不显著。这一结

果说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仅对员工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对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和

家庭生活满意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五）工具变量估计

稳健性测试排除了部分主观价值观和心理因素的遗漏造成的偏误，准自然试验排除了家庭

因素对工作满意度造成的噪音。本节中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进行因果关系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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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受访者“户籍所在地”作为是否签订正式合同的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

满足如下两个条件：（1）相关性。相比城镇工人，农村户籍的农民工有着天然的“劣势”。户籍制

度的存在使得进城务工人员难以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孟凡强和吴江，2013）。户籍与劳动合同

签订关系极为密切。拥有城市户籍则有更大的可能性签订正式合同，从而相关性条件得到满

足。（2）外生性。理论上讲，户籍对工作满意度似乎并不存在直接的影响效应。当然，户籍可能影

响工作类型，影响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保障，并进而影响工作满意度。实证研究中，将上述“工作

类型”“工资福利”等因素均加入到控制变量中。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排除”所有其他

的可能机制，文章主要采用如下两种方法缓解可能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1. 基于 Conley 等（2012）研究，对 IV 估计结果稳健性进行再检验。Conley 等（2012）研究假定

工具变量近似外生，并在不同的外生性近似条件下考察 IV 估计结果的变化趋势，根据变化趋势

判断 IV 结果的稳健性。林建浩和赵子乐（2017）较早地使用了 Conley 等（2012）的方法。与之类

似，本文也使用 Conley 等（2012）的检验框架，对工具变量“户籍”在近似外生的条件下两阶段估

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测试。第（6）−（7）列为根据 Conley 等（2012）的估计结果，并结合图 2 置信区间

的范围，根据（6）−（7）列，可以判断在工具变量近似外生的情形下，文章基本结论稳健。工具变量

估计系数与 OLS 估计结果基本接近，约在 4%−6%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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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LTZ 方法下的工具变量估计

 

2. 虽然在上文进行了渐进外生性的处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做一个间接的检验。将工具变

量直接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具体结果见表 6 的第（1）−（4）列。估计结果显示“户籍”的估

计系数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本文的工具变量对工作满意度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

影响效应。

表 6    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其他渠道、LTZ 方法

16−60 16−40 工具变量近似外生：LTZ 方法

（1）OLS （2）Logit （3）OLS （4）Logit （5）IV（二阶段） （6）16−60 （7）16−40

合同 0.025*** 0.186*** 0.026** 0.179** 0.234** 0.059** 0.061*

（0.009） （0.065） （0.010） （0.076） （0.102） （0.02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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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考虑控制变量是有序变量，第（5）列中，我们采用有序 logit 工具变量回归，具体方法参

照 Roodman（2011）对有序 logit 工具变量估计方法统计推断的说明。估计结果显示估计系数为

0.234，与表 2 的基准回归结果 0.185 基本接近。这一结果也说明有序 logit 中的内生性问题可能

并不严重，整体而言，文章依然可以使用基准回归结果的表 2 估计系数进行解释。

五、结论与启示

2008 年颁布并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是学界和政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劳动合同法》的颁布，

可以促进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建立。本文紧扣这一主题，研究《劳动合同法》对员工工作满意

度的影响。

利用 CFPS 2016 年微观数据，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有效地提高了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平均而言，在“比较满意”（比较满意=4）水平上，签订正式合同员工的工作满

意度比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工作满意度高 3.55%，在“非常满意”（非常满意=5）水平上，签

订劳动合同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工作满意度高 1.04%，在“比较不满意”（比较不满意=2）和

“一般”水平（一般=3）上，签订正式合同让员工不满意度程度分别下降 1.18% 和 3.22%。其次，异

质性研究表明，签订劳动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 16−40 岁年龄阶段。稳健性检验

显示，签订正式合同仅对工作满意度存在积极效应，而对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不存在影响。

再次，为了排除家庭压力、子女教育等因素造成的噪音，文章进一步构造了“准自然实验”场景。

因为夫妻双方存在高度的同质性，借助夫妻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差异构造一个“处理−对照”实

验。结果显示：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状况一致，无论是都签订或是都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二者

的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若夫妻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状况不一样，则平均而言，签订劳动合同

的一方工作满意度相对更高。最后，文章使用“户籍”作为是否签订正式合同的工具变量，估计

结果证实了签订正式合同对工作满意度的因果效应。

本文的研究显示，正式劳动合同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力市场的制度

化建设过程就是一个减低不确定性的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主体是

劳动者。过分灵活的劳动关系，置劳动者于一个不确定的市场，将会增加劳动者的不安全性，从

而降低劳动者的福利水平。探索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平衡劳动合同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综上

 

续表 6    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其他渠道、LTZ 方法

16−60 16−40 工具变量近似外生：LTZ 方法

（1）OLS （2）Logit （3）OLS （4）Logit （5）IV（二阶段） （6）16−60 （7）16−40

户籍 0.001 −0.014 0.010 0.161

（0.009） （0.066） （0.011） （0.2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428 4 428 3 257 3 257

IV（一阶段）

户籍
0.524***

（0.0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257 4 614 3 257

R2_a 0.014 0.011

R2_p 0.015 0.019 0.019

F 6.000 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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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签订劳动合同是影响员工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对用人单位来说，提高员工对组织、对工作

岗位的认同感有利于维护组织人才梯队建设和员工工作稳定性，特别是处于 16−40 岁之间的员

工，他们不仅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主体，更是用人单位产量的输出主力。对部分受教育程度较弱的

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依靠完善的正式制度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劳动

合同法》的实施力度，提高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此外，本文研究表明，除劳动

合同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对员工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如薪酬福利、技能培养以及职业发展通

道等。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以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对用人单位来说，提高员工对组织、对工作

岗位的认同感有利于维护组织人才梯队建设和员工工作稳定性，特别是处于 16−40 岁之间的员

工，他们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主体和用人单位产量的输出主力。对部分受教育程度较弱的劳动者

来说，他们需要依靠完善的正式制度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力度。此外，本文研究表明，除劳动合同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对员工工作满意度产生影

响，所以需要综合考虑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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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ormal Labor Contracts Improve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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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Economy and Public Policy，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Summary: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most of the employees in the employing units were “per-

manent workers”，and the vast majority were lifelong employe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lifelong employment system can no longer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employees，and China’s labor mar-

ket began to chang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China’s labor market reform is to introduce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standardize the labor contract system to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and security of labor marke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igning rate of labor contracts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Labor Contract Law in 2008，which can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and stable labor relations.

Based on the CFPS2016 micro data，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igning formal labor contracts on

improving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on average，signing formal labor con-

tracts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For employees aged 16-40，at the “relat-

ively satisfactory” level，the probability of job satisfaction of employees who signed formal labor contracts is

3.55% higher than that of employees without formal labor contrac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eciseness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reduce the estimation errors，this paper designs three aspects：（1）Robustness test. In

order to exclude the bias caused by personality factors，this paper uses life satisfaction and marriage satisfac-

tion to do further robustness test.（2）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esig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job satisfac-

tion and labor contract statu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this paper construct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scene. If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whether to sign a formal contract，it can be expec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differences in their job satisfaction.（3）Estimation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his paper

use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s a tool variable of formal contracts to verify the causal effect of form-

al contracts on job satisfaction.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bor Contract Law and im-

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workers having labor contracts. For employers，it is not enough to improve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only by signing labor contracts，but also need to match salary and welfare，career development

channels，etc. to make employees’ work long-term and stable.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1）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ex-

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social security of workers，but rarely involves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employees，such a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bove

issues.（2）Considering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of labor market at home and abroad，foreign studies rarely

explore the signing of formal contracts，but mainly study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ontract types on workers.

Combined with China’s labor marke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bove cross fields.

Key words:  labor contracts； job satisfacti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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